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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莫高窟第 ２４９、 ２８５ 窟南朝风格的出现， 与北魏宗室元荣在孝昌元年 （５２５） 就任瓜州刺史

并无直接联系， 而应与普泰二年 （５３２） 元荣之子叔和进京一事有关。 其中， 第 ２４９ 窟可能是元荣为

庆祝叔和完成沟通京师的使命并平安归来而营建， 该窟覆斗顶东披的祥瑞图和南北披的升仙与狩猎图

组合也见于同期中原的鲜卑贵族墓中， 反映出敦煌与中原鲜卑贵族在图样选择方面的共同喜好； 西披

的维摩诘经变则是以 《见阿閦佛品》 为主要表现内容， 其绘制与元荣出资抄写百部 《维摩疏》 祈求

叔和平安归来一事相呼应， 成为同一件事在文本和图像上的两种表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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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通常将敦煌石窟南朝风格的出现与元荣在敦煌的经历相联系， 主流观点是将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视为其参与营建的洞窟。 贺世哲先生指出， 第 ２８５ 窟南壁的五百强盗成

佛图与西壁的密教图像在功能上有使恶贼退散、 巩固统治的作用， 符合元荣巩固地位的

意愿， 并且北壁西起第一铺说法图下方的供养人可能就是东阳王家族成员。①段文杰先

生进一步指出， 该窟壁画涉及 《法华经》 《大般涅槃经》 和 《无量寿经》 等， 与元荣

抄经内容一致。②宿白先生则认为， 莫高窟第 ２４９ 窟覆斗顶南北披的图像为帝释天和帝

释天妃乘车去礼佛的场景， 由于帝释天与梵天王常住佛左右， 故可代表释梵四天， 因此

该窟的营建目的和元荣出资抄写与天王相关的佛经相同， 都是为天王建功德。③由于元

荣在抄经和洞窟营建活动中都留下了记录， 前辈学者尤其段文杰、 宿白先生将抄经和建

窟活动结合的研究方法， 为我们认识元荣在敦煌的事迹提供了绝佳路径。 本文拟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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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荣的抄经活动入手， 辨析敦煌石窟南朝风格的出现， 可能与普泰二年 （５３２） 元荣之子

叔和进京一事有关。 第 ２４９ 窟覆斗顶西披的图像应为维摩诘经变， 其绘制与元荣抄写百部

《维摩疏》 的行为一致， 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表现形式。 分析欠妥之处， 祈请方家指正！

一、 元荣之子叔和进京与敦煌南朝风格及

升天狩猎图像组合的出现

　 　 北朝时期， 敦煌呈现出南朝风格的洞窟仅有莫高窟第 ２４９ 和第 ２８５ 窟。 第 ２８５ 窟的营

建时间较为明确， 该窟北壁六组说法图下方的题记有四处保留有纪年， 最晚的为大统五年

（５３９） 五月二十一日， 因此洞窟应在断续进行的过程中完工于此后。 第 ２４９ 窟的营建时间

虽无明确记载， 但根据该段洞窟在崖面的分布呈现出自南向北时代渐晚的趋势， 加上第

２４９ 窟周围多以北魏及时代相近的洞窟为主， 而第 ２８５ 窟位于第 ２４９ 窟的南部， 且相邻洞

窟多为北周隋至唐前期开凿， 因此， 可能在时间上稍晚一些。 宿白先生也指出 “该窟的

年代适早于有大统四年发愿文的第 ２８５ 窟。”① 但未说明具体理由。 反观元荣至敦煌任瓜

州刺史的时间， 一般根据其妹元华光 《魏故金城郡君墓志铭》 中 “瓜州荣第二妹” 的

记载， 确定为孝昌元年 （５２５） 九月以前。② 另据日本书道博物馆藏 《观世音经》 题记

中出现 “扈从主人东阳王殿下届临瓜土” 的记载，③ 可知元荣获封东阳王之称号也不晚

于该卷抄写时的孝昌三年 （５２７） 年四月。 如此一来， 若将第 ２４９ 和 ２８５ 窟新风格和题

材的出现， 归结为十余年前元荣到来时所携带的粉本等因素， 似乎显得有些笼统。
元荣是虔诚的佛教徒， 敦煌遗书中多处保留了元荣的抄经题记， 其中有一则是关于

其子叔和前往京师洛阳 “诣阙修定” 的记载。 普泰二年 （５３２） 三月二十五日， 元荣出

资抄写 《维摩疏》 百部， 祈望叔和早日归来。 上图 １１１ 号 《维摩疏》 的尾题即是该次

抄写活动的记录：
　 　 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 三月乙丑朔， 廿五日己丑， 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

领西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瓜州刺使东阳王元荣。 惟天地妖荒， 王路否

塞， 军臣失利， 于兹多载， 天子中兴， 是得遣息叔和， 诣阙修定。 弟子年老疹患，
冀望叔和早得回还。 敬造 《维摩疏》 百部供养。④

叔和是否平安归来， 我们无从得知， 但鉴于其王室成员的身份， 在沿途安全和供给

方面， 应较普通人更有保障， 另从元荣在稍后一年间的抄经题记中并未出现超度亡者的

功德诉求来看， 叔和当未遭遇不测。 相对而言， 第 ２４９、 ２８５ 窟南朝风格和新题材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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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更接近于叔和的返回时间， 可能是叔和从洛阳返回时带来了中原的工匠或粉本。 另从

这两个洞窟尤其第 ２４９ 窟覆斗顶东南北三披的祥瑞、 升仙及狩猎图的组合、 风格和配置

方式等方面来看， 与东魏北齐时期的壁画墓尤其山西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非常相似。
有研究者指出， 九原岗墓的壁画布局与东魏北齐时期高等级墓壁画保持一致，① 也能说

明这些内容组合的出现要晚于元荣到敦煌的时间， 而与叔和前往洛阳时更为接近。

　 　 　 　 　 　 　 图 １ 图 ２
（图 １　 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甬道入口墓门上方壁画线图， 采自 《磁县湾漳北朝壁

画墓》； 图 ２　 莫高窟第 ２４９ 窟覆斗顶东披画面， 采自 《中国敦煌壁画全集·西魏卷》 ）
　 　 北朝前后北方诸地墓葬图像中流行升天图和狩猎图或二者并存的画面， 诸如辽宁朝

阳袁台子壁画墓、 内蒙古和林格尔鸡鸣驿鲜卑壁画墓、 太原南郊北齐壁画墓、 河北磁县

茹茹公主墓和湾漳大墓、 山西忻州九原岗壁画墓、 固原雷祖庙北魏漆棺画等，② 其中出

现南朝风格者又以东魏、 北齐时期居多， 主要以磁县茹茹公主墓、 湾漳大墓和忻州九原

岗壁画墓较有代表性， 与莫高窟第 ２４９ 窟覆斗顶的图像内容和配置方式有密切关联。 河

北磁县茹茹公主墓和湾漳大墓的形制及壁画题材都较为相近， 两墓甬道两壁分别为残损

的大幅青龙白虎与仪仗队伍或升天图等画面， 尽头墓室入口处上方的壁画保存相对较

好， 都绘制了以朱雀为中心的各类祥禽瑞兽组合的祥瑞图像。 以湾漳大墓的祥瑞图像为

例 （图 １）， 中央为一只朱雀正面向前， 冠羽中有一组发光物体， 两侧自上而下分别相

向绘有禽鸟、 翼兔和力士等形象。 莫高窟第 ２４９、 ２８５ 窟覆斗顶东披绘二力士或伏羲女

娲护持摩尼宝珠， 两侧自上而下排列飞天、 禽鸟及各种瑞兽等 （图 ２）， 其内容及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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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湾漳大墓的祥瑞图像相似度非常高， 二者的粉本应当存在密切关联。
山西忻州市九原岗的北朝壁画墓则保存非常完好， 该墓在形制上与磁县湾漳壁画墓

基本一致， 墓道长度、 宽度也大于东魏茹茹公主墓、 北齐东安王娄睿墓等， 发掘者推测

墓主人应是东魏或北齐统治集团的一位重要人物。① 该墓墓道左右两壁绘有内容庞杂的

升天与狩猎图组合， 上层的天界充满云气纹， 并有御龙和乘鹤前行的人物以及各类神兽

图像 （图 ３）， 下一层则是生动的狩猎场面， 这些画面组合的内容及风格都与莫高窟第

２４９ 窟窟顶北披 （图 ４） 的男性仙人驾龙车和狩猎图组合的图像颇为相似， 并为研究者

多次提及并进行比对。 瞿鑫先生在关于该墓的综合研究中多次将二者的神仙世界图像与

狩猎图之间的共性特点进行比对。② 扬之水先生也指出， 九原岗壁画墓甬道南北壁画面

稍事削减移植到河西的佛教艺术， 便是莫高窟第 ２４９ 窟。③ 因此， 敦煌这些全景的祥瑞

图、 升仙图和山林狩猎图在同时一起出现， 应当并非周边地区丁家闸五号墓一类的魏晋

墓发展而来， 而与中原东魏北齐墓葬图像的关联更密切。

图 ３　 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壁画墓墓道东、 西壁壁画局部

（采自 《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 ）

图 ４　 莫高窟第 ２４９ 窟覆斗顶北披画面

（采自数字敦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ｃｏｍ）
莫高窟第 ２４９、 ２８５ 窟覆斗顶东披和磁县茹茹公主墓、 湾漳大墓内容相近的祥瑞图

像， 都共同出现于入口的上方， 第 ２４９ 窟覆斗顶南北两披和山西忻州九原岗壁画墓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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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壁内容相似的升仙与狩猎图组合， 也都出现在中轴线的左右两侧， 可见这两个洞窟

尤其第 ２４９ 窟覆斗顶各披壁画， 在配置方式上明显受到同期墓葬甬道壁画的影响。 虽然

墓葬与石窟在功能上截然不同， 但升天和往生净土在终极理想的诉求上却大体相同。 李

雅君女士指出九原岗壁画墓主室墓门上方出现大莲花、 摩尼宝珠、 神鸟、 宝树等内容，
共同组成了一幅净土观想图像。① 这更可以说明升天和净土往生的相关图像不必专属于

某一种建筑形制， 可以在两类不同建筑空间互相借用。 第 ２４９ 窟覆斗顶东披和南北披的

图像同时见于元魏时期鲜卑高级贵族墓葬当中， 似乎也能反映出敦煌与中原的鲜卑贵

族， 都对这类祥瑞、 升天和狩猎图像的组合存在偏爱。
在第 ２４９、 ２８５ 窟营建之时， 最近一次的敦煌与中原重要往来的记载， 当莫过于元

荣之子叔和进京一事， 由于这次进京的任务是 “诣阙修定”，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交流

往来。 因此， 可能是叔和从京师洛阳归来时， 携带了这些后来在东魏北齐鲜卑贵族群体

中较为流行的新图像粉本。

二、 元荣抄经与第 ２４９ 窟维摩诘经变的绘制

元荣在敦煌期间出资抄写了大量经书， 题记记录的时间主要在北魏永安三年至永熙

二年 （５３０－５３４） 之间。 我们将这些题记中所见的抄写内容、 数量及功德诉求整理如

下表。
表 １　 元荣抄经内容数量及功德诉求一览表

时间 题记来源 抄写内容与数量 功德诉求

永安三年
（５３０）

七月廿三日

ＢＤ ０９５２５ 《仁王般若经》

京都博物馆藏 《仁王般若
经》

《仁王般若经》 三百部

乞延年……

一百部仰为梵天王， 一百部
仰为帝释天， 一百 ［部］ 仰
为比 （毗） 沙门天王等。 以
此经力之故， 速早成佛。 救
护弟子， 延年寿命， 上等菩
萨， 下齐彭祖。 若天王誓不
虚发， 并前所立愿， 弟子晏
望延年之寿， 事同前愿。 如
无所念， 愿生离苦也。

建明二年
（５３１）

四月十五日
Ｓ ４５２８ 《仁王般若经》 《仁王般若经》

愿天王成佛， 弟子家眷奴婢
六畜， 滋益护命， 乃至菩提。
悉蒙还阙， 所愿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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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题记来源 抄写内容与数量 功德诉求

普泰二年
（５３２）

三月廿五日

上图 １１１ 佚名 《维摩疏》

Ｐ ２１４３ 《大智度论》

京都博物馆藏 《大智度论》

书道博物馆藏 《 律藏初
分》

维摩疏百部

《无量寿经》 一百部、 《摩
诃衍》 一百 （卷）、 《内
律》 一部、 《贤愚》 一部、
《观佛三昧》 一部、 《大
云》 一部。

冀望叔和早得回还。

冀望叔和得早还回。
愿天王等早成佛道， 又愿元
祚无穷， 帝嗣不绝。 四方付
（附） 化， 恶贼退散， 国丰
民安， 善愿从心。 含生有识，
咸同斯愿。

永熙二年
（５３３）

五月七日

日本五岛美术馆藏 《大方
等大集经》

《大方等大集经》 一部十
卷、 《法华》 一部十卷、
《维摩》 一部三卷、 《药
师》 一部一卷

愿天王成佛， 弟子所患永除，
四体休宁， 所愿如是。

永熙二年
（５３３）

七月十三日
Ｓ ４４１５Ａ 《大般涅槃经》

《法华》、 《大云》、 《贤
愚》、 《观佛三昧》、 《总
持》、 《金光明》、 《维摩》、
《药师》， 各一部合一百卷

仰为比 （毗） 沙门天王， 愿
弟子所患永除， 四体休宁，
所愿如是。

不明 上图 １１２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一部 不明。

　 　 由上表可见， 元荣的抄经内容有相当大的比例与护国有关， 诸如其中的 《仁王护

国般若波罗蜜多经》 《妙法莲华经》 和 《金光明最胜王经》 即有护国三经之誉， 对应到

其功德诉求则基本皆为祈愿天王成佛， 其次为救护自己所患永除、 延长寿命等。 诸多抄

经中， 唯有普泰二年 （５３２） 三月二十五日出资抄写的百部 《维摩疏》， 主要为祈求儿

子叔和平安归来， 这也是敦煌遗书中有记载的一次抄写 《维摩诘经》 相关文本最多的

记录， 似乎在元荣看来， 《维摩疏》 在某些方面与叔和平安早归有重要的联系。 我们推

测， 作为来自洛阳的王室成员， 元荣应对当时龙门石窟流行的维摩诘造像风气有所了

解。 龙门石窟作为北魏时期最重要的维摩诘造像制作区域， 现存至少 １２９ 处以维摩诘和

文殊对坐为主要内容的石刻。 根据张乃翕先生的统计， 这些造像中保留有纪年的大部分

造于北魏正光和孝昌年间 （５２０－５２８），① 元荣正是在这一时段赴任瓜州刺史。 在洛阳维

摩诘造像正盛的背景下， 元荣为求得叔和从洛阳平安归来， 出资抄写 《维摩疏》 达百

部之巨， 这当中或许也部分的承载了其对家乡洛阳的感情。 可能受此影响， 普泰二年之

后， 在元荣的几次抄经题记所记录的抄写内容中， 基本都包含有 《维摩诘经》。
在北魏末年 “天地妖荒， 王路否塞， 军臣失利” 的情形下， 叔和完成出使洛阳的

任务归来， 应当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可以成为元荣进行洞窟营建的契机。 与叔和离

开时元荣出资抄写 《维摩疏》 的祈愿相呼应， 在他归来后绘上相关的维摩诘经变， 应

当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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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莫高窟西魏第２４９窟覆斗顶西披画面

（采自 《中国敦煌壁画全集·西魏卷》 ）

　 　 第 ２４９ 窟覆斗顶西披绘有阿修罗手托日月

站于须弥山前， 在其南北两侧下部绘有两身遥

相对坐的人物 （图 ５）。 对于该画面的定名， 学

者历来关注热度颇高， 然而将之认定为维摩诘

经变的观点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最早有何重

华先生认为第 ２４９ 窟整个洞窟都是用来表现

《维摩诘经》 的主要内容， 并指出这些情节大

部分是彼此包含、 互相交织在一起， 没有明确

的叙事顺序。① 宁强先生认为该窟西披中间的四

目巨人为方相氏， 维摩诘经变仅包括西披下部两侧的人物， 文殊居南， 维摩诘居北， 维摩诘

前方有一人在树上摘花， 为 《观众生品》 维摩诘方丈室内的天女。② 张元林先生在何重华先

生一文的基础上， 认为第 ２４９ 窟的维摩诘经变应包括整个西披， 指出 “阿修罗护卫须弥山”
之图像表现的是 《见阿閦佛品》 中 “手接妙喜世界” 的内容， 画面结构与第 ２６２ 窟西壁龛

顶的维摩诘经变相近 （图 ６）， 整幅画面表现 《维摩诘经》 中关于妙喜世界的净土信仰。③

图 ６　 莫高窟隋代第 ２６２ 窟西壁佛龛上方维摩诘经变线图

（采自 《敦煌壁画全集·法华经画卷》 ）
虽然上述三位学者对第 ２４９ 窟壁画所涉及维摩诘经变的范围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

但在这一过程前后， 有更多学者认为画面中出现风雨雷电四神等中国传统神话题材， 无

法用维摩诘经变来解释， 其主题仅是表达阿修罗护卫须弥山及忉利天宫④、 往生兜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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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①或阿修罗召唤饿鬼见释迦牟尼佛②等内容。 受这些研究成果影响， 一直以来在维摩

诘图像的相关专题研究中，③ 第 ２４９ 窟西披的画面从未被列入讨论范畴， 体现出主流研

究者的处理态度。 即使在相关的图录中， 亦仅有吴健先生在 《中国敦煌美术全集·西

魏卷》， 将该画面定名为维摩诘经变。④

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议， 主要在于风雨雷电四神与阿修罗护卫须弥山图像之间的关联

问题， 前者的论述往往回避四神图像， 后者则又多忽略下部两侧的对坐人物。 我们认为

该画面仍然是以 《见阿閦佛品》 为主要内容的维摩诘经变， 四神图像应当主要是用来

作为天空或上方世界的象征， 并没有明确的内容指代意义。 相同特征的四神图像还见于

莫高窟初唐第 ３２９ 窟龛内 （图 ７）， 在乘象入胎和夜半逾城两个主体画面的周边， 是风

雨雷电四神和飞天共同构成的天界环境， 四神的出现并未分散画面主要情节的表达。 类

似的表现方式在敦煌应当具有悠久的传统， 在后来构图较为成熟的维摩诘经变， 诸如莫

高窟第 ６１ 窟东壁维摩诘经变的 《见阿閦佛品》 中 （图 ８）， 除了阿修罗双手所托举的日

月以外， 在须弥山两侧的空间中再次出现了日月， 左侧的白色月亮中绘有植物， 可能是

月桂树的象征， 右侧的红色太阳中绘有三足乌。 在这种借用传统神话题材的表现方式

中， 第 ２４９ 窟覆斗顶西披的四神与第 ６１ 窟东壁维摩诘经变太阳中的三足乌图像， 虽然

都不属于经变的必要组成部分， 但应当都具有相同的天界象征意义， 整体画面表现的内

容仍然是以 《见阿閦佛品》 为中心的维摩诘经变。

图 ７　 莫高窟初唐第 ３２９ 窟西壁龛内佛传故事及四神图像

（采自数字敦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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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莫高窟五代第 ６１ 窟东壁维摩诘

经变 《见阿閦佛品》 （采自数字敦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ｃｏｍ）

　 　 综上所述， 可能正是由于 《维摩诘经》
文本在元荣抄经中具有如此特殊的地位， 使

之可以在壁画的绘制中占有重要位置。 第

２４９ 窟覆斗顶西披是距离主尊最近的大幅空

间， 大体满足这一特征， 适宜绘制维摩诘经

变， 其出现应当与普泰二年元荣出资抄写百

部 《维摩疏》 相关， 是同一事件在文本与图

像层面的不同表现方式。
元荣所抄 《维摩疏》 现存 ２８０ 余行， 所

注底本为鸠摩罗什译本， 在历代经藏中并未

保留， 每品所述内容较为简略。 该注疏涉及

第 ２４９ 窟维摩诘经变中重点表现的 《见阿閦

佛品》 部分仅有 ８ 行， 主要解释该品开端维

摩诘回答释迦观佛的方法， 关于此后维摩诘

断取妙喜世界和无动如来的内容， 并未作涉

及。 《维摩诘经》 中共出现须弥相国、 香积佛国和妙喜国三处他方净土， 但仅有 《见阿閦

佛品》 关于妙喜国的叙述中涉及诸人发愿往生并获得如来授记： “现此妙喜国时， 娑婆世

界十四那由他人， 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皆愿生于妙喜佛土。 释迦牟尼佛即记之曰：
‘当生彼国。’ ”① 因此， 就第 ２４９ 窟维摩诘经变的图像结构而言， 以往学者将之解释为

对妙喜国净土的信仰， 仍然存在合理性。

三、 元荣功德窟的再判定

虽然宿白先生曾指出元荣的功德窟应为第 ２４９ 窟， 但在相关研究中多被视作另类。
研究者一般倾向于认为元荣参与营建了第 ２８５ 窟， 主要论点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将壁画

题材的内容或功能与元荣的身份或相关的抄经活动相联系； 二是将该窟北壁西侧第一组

说法图 （图 ９） 下方的供养人比附于元荣家族成员。 我们从同列其它说法图和题记的表

现方式上， 可知各说法图下方的供养人所出资绘制的图像应当仅涉及该幅说法图， 而与

洞窟其他壁面内容无关。 由于第一组说法图下方的题记并未保存下来， 但相邻第二、
三、 五、 七组皆有题记保留， 结构亦大体相同。 我们以第二组说法图 （图 １０） 下方的

题记为例， 对供养人的参与性质进行具体说明， 该处题记现已残损， 《敦煌莫高窟供养

人题记》 所录内容如下：
　 　 夫至极阗旷， 正为尘罗所约。 圣道归趣， 非积垒何能济拔。 是以佛弟子比丘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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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仰为七世父母、 所生母父， 敬造迦叶佛一区 （躯） 并二菩萨。 因此微福， 愿

亡者神游净土， 永离三途。 现在居眷位， 太安吉普， 及蠕动之类， 速登常乐。 大代

大魏大统四年 （５３８） 岁次戊午八月中旬造。①

题记明确记录了供养人出资绘制的图像内容为 “迦叶佛一区并二菩萨”， 与图像中

所绘一佛二菩萨完全一致， 根据同列其他几处说法图下方题记记载， 第三铺绘 “拘那

含牟尼佛一躯区并二菩萨”， 第五、 七铺则皆为 “无量寿佛一区 （躯） 并二菩萨”， 大

体都在榜题左侧绘女供养人， 右侧绘男绘养人， 供养人的排列方向各朝向中间的榜题。
此外， 这四处说法图下方的题记书写时间分别为大统四年 （５３８） 八月中旬至次年五月

二十一日， 是在不同时期相对独立的情形下绘制的。 这些迹象都表明， 各组供养人所出

资绘制的图像仅为相应的说法图， 与洞窟其余壁面内容无关。 因此， 这种仅参与洞窟非

常局部营建的行为， 与 Ｐ ２５５１Ｖ 《李君莫高窟佛龛碑并序》 所载 “刺史建平公、 东阳

王等， 各修一大窟” 的事迹相差太远， 更与抄经活动中元荣动辄出资抄写百部、 百卷

或施钱三千文的行为存在过大反差， 有悖于元荣作为东阳王的身份地位。

　 　 　 　 　 　 　 　 　 　 图 ９　 图 １０
（图 ９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北壁西侧第一组说法图， 采自数字敦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ｄｕｎ⁃
ｈｕａｎｇ ｃｏｍ； 图 １０　 莫高窟第 ２８５ 窟北壁西侧第二组说法图， 采自数字敦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ｃｏｍ）

相比之下， 不同于第 ２８５ 窟出现数次绘制中断的情形， 第 ２４９ 窟的整体内容和风格

更为统一完整， 应当为一次性绘制完工的洞窟。 第 ２４９ 窟的供养人分别绘于南北壁中央

说法图的下方 （图 １１）， 着装较为统一， 应当于属于同一个群体。 在数量和排列方式

上， 较第 ２８５ 窟北壁的供养人排列更为有序， 其在敦煌的地位无疑更高。 倘若两个洞窟

南朝风格和新题材的出现与元荣家族有关， 作为这一时期敦煌最有地位的执政者， 元荣

的身份显然符合参与营造第 ２４９ 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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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莫高窟第 ２４９ 窟南北壁说法图及供养人像列

（采自数字敦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ｃｏｍ）
此外， 第 ２４９ 窟覆斗顶北披画面中的狩猎图并未出现于第 ２８５ 窟四披， 似乎表明其

出现不合乎佛教洞窟的主题思想， 因此随后的壁画绘制中即不再出现。 罗丰先生在分析

固原东郊雷祖庙的北魏鲜卑墓漆棺画上狩猎图时， 指出这些狩猎活动对鲜卑上层贵族有

相当大的吸引力。① 张庆捷先生也指出北魏墓葬中的狩猎壁画是鲜卑生活的真实写照。②

结合前文关于第 ２４９ 窟覆斗顶东南北披的图像组合与东魏北齐鲜卑贵族墓壁画的比对，
我们认为该类图像在敦煌的出现可能与鲜卑人参与的关联度非常高。 元荣作为北魏宗

室， 自北魏至西魏任瓜州刺史， 应当最有可能参与这些图像的选择与绘制。 因此， 我们

推测， 如果东阳王元荣参与了敦煌石窟的营建活动， 第 ２４９ 窟的关联度可能更高。

结语

以上分析表明， 敦煌莫高窟第 ２４９、 ２８５ 窟的南朝风格和新题材在元荣任瓜州刺史

时出现， 应当与其子叔和普泰二年 （５３２） 以后自京师洛阳返回有关。 在营建时间上，
第 ２４９ 窟早于第 ２８５ 窟完工的大统五年 （５３９）， 更接近叔和的返回时间， 该窟东、 南、
北三披新出现的祥瑞、 升仙和狩猎图组合及配置方式， 与同期河北磁县漳湾和山西忻州

九原岗等地的鲜卑贵族墓相关图式结构接近， 映射出敦煌与中原鲜卑贵族对这一题材组

合的共同喜好； 西披维摩诘经变的绘制， 应与元荣在普泰二年为祈祷叔和平安归来出资

抄写的百部 《维摩疏》 一事相呼应， 使第 ２４９ 窟成为一个文本抄写与图像绘制产生交

集的个案。 因此， 第 ２４９ 窟的营建， 可能既是表达东阳王元荣及其家族类似还愿的心

情， 也是对庆祝叔和完成 “谒诣修定” 使命的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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